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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伦理学容量意指社会伦理观对各类社会组分的系统性包容袁藉以保持社会稳定遥社会在系统耦合中发生系

统进化袁释放生产潜力袁推动社会进步遥系统耦合与系统相悖并发遥前者释放生产潜力袁为社会进步的正值袁后者反之袁为
系统进步的负值遥 中国农业社会为城乡二元结构袁其系统耦合所生产正值袁即社会效益袁绝大部分为社会强势的城市占

有袁是为社会发展的受益方曰而系统相悖发生的负值袁则由社会弱势方农村全部承担袁所获社会发展效益甚少袁或根本不

得效益袁是为社会发展的少受益方袁或受害方遥 因而城市与乡村形成利益对立的双方遥 以往对社会进化弱势群体关注不

足袁或阻碍社会发展袁或发展为社会乱源遥在皇权社会的农耕文明袁勉强保持了伦理学容量的脆弱稳定遥但在后工业化的

今天袁社会系统多元化迅速发展袁多重系统耦合与系统相悖并存袁其社会矛盾远非原来的农耕文明伦理容量所能包容遥
中国农民从西周以来所背负的不公正待遇袁引发系列社会问题袁严重阻碍社会发展遥 当前全球一体化的大潮下袁社会发

展势不可挡袁实现农业现代化势所必然袁与之相适应的伦理学容量势必巨大扩容袁新的农业伦理学已经曙光初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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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院Ethical capacity means the systematic inclusion of various social components by social

ethics, in order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Society has made systematic evolution in systems coupling, so to

release production potential and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Systems coupling always goes side by side with

systems conflict. The former is positive to social progress for its release of production potential, while the latter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system progress. In the dual structure of the urban-rural of China's agricultural society,

the great deal of most social benefits generated by positive effects of systems coupling have been taken by

socially dominated urban areas, which became the main beneficia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while the 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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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caused by systems conflict fall entirely on the weak rural side, which benefit less or even nothing from

social development and become a less beneficial party or a victim. The urban and the rural thereby appear op-

posite each other with conflicting interests. In the past, the less attention paid to vulnerable groups has hin-

dered social development, or resulted in social turmoil. The culture of farming civilization of the imperial period

barely maintained the fragile stability of the ethical capacity. However, in current post-industrialization era the

traditional ethical capacity cannot bear the contradictions caused by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diversification

and coexist of multiple systems coupling and systems conflict. Chinese farmers have suffered from unfair treat-

ment since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which triggering a series of social problems so hindering social develop-

ment. With globalization spreading, social progress is unstoppable and the same is true with agricultural mod-

ernization. Accordingly, a corresponding ethical capacity is bound to be expanded and a new agricultural ethics

is about to take its shape.

Key words院Ethical capacity；systems coupling；systems conflict；farming civilization；agricultural mod-

ernization；agrisystems evolution

一尧伦理学容量的涵义

伦理学容量（Ethical capacity）意指社会伦理观对各类社会组分的系统性包容能力。它体现社会伦

理观对社会诸系统的理解、协调能力和弹性机制。

伦理学容量的大小与社会的多维结构有关。社会由它所包含的诸“系统（systems）”构成，例如农业

系统、工业系统、商业系统、教育系统、卫生系统、金融系统、信息系统、宗教系统等等。不同的系统为各

自的“界面（interface）”所包围，越出系统的界面，系统内部的相关运行规律即归于无效。社会所包含的

系统越多，社会的多维结构越复杂，不同系统和族群之间的思维方式和伦理规范彼此融通越广泛深

入，其伦理学容量也越大。生活于这个社会的人的视野也较为开阔，能够容纳更多异于自我的事物或

现象。

我们所常说的“少见多怪”，就是从反面说明系统的容量特征。清末民初时期一位缠脚的大家闺

秀，看见青年女子的“大脚片子”，就很难接受，投以嘲笑的目光。农业社会的人走进工业社会，就会发

现许多诸如此类的“怪事”，难以理解，甚至加以抵制。当工业化时代的人走进信息时代，也会感到处处

新奇。不同种族的人也多因不相理解而互相敌视。 为一个行业所定格的人，譬如商业系统的商人与

科技系统的科学家相处，有时难以找到共同语言。为一个时代所定格的人，进入另一时代困难就更大。

这是因为一个行业、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思维方式、伦理规范所体现的伦理学容量。定位于特定社会

的人对于另类时代或另类社会现象, 常因了解不足而产生抗拒情绪。例如我们常见的国家与宗教战

争、民族纷争、意识形态斗争等，就源于此类互不适应而互相敌视的状态。其实质就是想保卫自己系统

的界面，或以自己系统的界面来覆盖其他系统，实现系统入侵或系统吞并。

农业社会所包含系统的复杂性与工商业社会相比，要简单得多，与后工业化的信息时代相比，差

距更大。我们回顾清末洋务运动暴露的许多笑柄，就不难理解当我们从农业社会步入后工业化时代的

时候，而我们的伦理学容量还处于“农耕文明”阶段，尽管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曾立下不朽的功勋，但

到今天某些人还以此自满、自豪，是多么不合时宜。依据历史发展的时代需求，转变我国农业伦理观，

拓展社会伦理学容量已刻不容缓。

我们用社会伦理学容量的视角来考察历史，会有新的理解；同样我们用它来审视我们当前的工

作，也会发现不少盲点亟待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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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社会的进化与社会伦理学容量的扩增

人类从大自然的渔猎社会走来，逐步随着社会分工而产生了聚落，进而过渡为城堡，又逐步发展

为城市。由城市分工而产生复杂的界面矩阵系统，进而产生界面矩阵群。界面矩阵群的巨量界面必然

发生巨量的系统耦合与系统相悖，从而发生了巨量的社会伦理学问题。

人类原始社会结构简单而扁平，就是族群和他们的领袖简单组分。游牧社会因为迁徙频繁，不需

定居的城邑。只是受了农耕社会的影响，或借鉴了某些农耕社会的管理技术，引入了小规模的冶炼锻

造工艺，以制造生活用具，特别是战争所需要的武器，如锻造战刀，从而产生族群聚落。这时的社会伦

理系统只有个人与个人、族群与头人、族群与生存地境之间的伦理关联。他们约定成俗，不需要契约性

的或法律的约束。如在青海、甘肃和内蒙牧区至今仍遵循着放牧管理的“乡规民约”。他们的生存单位

为“放牧系统单元”，即人居—草地—畜群的生存地境。这个放牧系统单元的概念至关重要，影响深远，

西欧的现代农业系统即源于此，直到现代化的今天仍然不失其重要性。我们将“放牧系统单元”称之为

人类文明的最初基因也许并不过分。当时发生的族群之间的纷争，无非就是满足放牧系统单元的竞

争。游牧民族在广袤草原上游弋不定，衍生了以勇于冒险和掠夺为荣、维护族群生存发展的草原畜牧

业伦理观。今天看来，这也许是最接近于海洋文明的陆地文明伦理观，内涵宝贵的伦理学基因。

随着游牧社会的发展，从放牧系统单元的草地中，分出部分土地用为农田，随之有了农耕系统的

定居聚落。由此逐步发展为城堡及其所衍化的城市。有了城市，社会生态统内部分工趋于细化。所谓

分工细化，就是农业系统中各个子系统各自依据自己的界面，通过序参量1，与其它生态系统发生系统

耦合，导致系统进化。系统进化中构建新的界面系统，随着系统耦合的层次不断增多，相应产生了界面

矩阵。农业系统要处理如此复杂的界面关系，伦理学容量与之俱增。

在生活节奏缓慢的传统农业社会，其伦理学容量的扩大，从物理学层面的物质容量发展到精神层

面的伦理学容量，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且举一个山西的农耕系统与内蒙古的草原畜牧

系统的系统耦合例子。我们都知道，晋商曾经富可敌国，他们的票号在清末民初曾遍布全国。但考察他

们第一桶金的获得，不是“走西口”，就是“下关东”，几乎无一例外。这两个走向都可与草原畜牧系统实

现系统耦合从而获取效益。从战国时期的晋国2开始，内地农耕民族与边境草原游牧民族在接壤部自

发地发生系统耦合，此后经过数千年的历史融合而结出了晋商这个硕果。同样，内蒙古草原畜牧系统，

汲取了农耕文明的有益部分，取得了相应的发展。他们从农耕系统获取有益物资，生活变得相对富裕

的同时，也使蒙族文化达到新高度。至今内蒙古甚至连语言也说的是山西方言。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内

蒙古现代大型产业的勃兴，如以伊利、蒙牛为代表的牛奶业、以鄂尔多斯为代表的绒毛业和以蒙草、草

都集团为代表的草业等都可跻身世界大型企业行列。追索其文化源头，无不与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两

者的融合，扩大伦理学系统容量相关。这种融合应归功于农耕系统与草原畜牧业系统两者实现系统耦

合和系统进化，底成于社会伦理学容量较大的、新的农牧业社会系统。与此同时衍生了农牧社会文化。

这个农牧业社会文化，是在得到序参量的护持，保持其本底系统不受损害，并有一定发展的前提下诞

生的新系统，其社会伦理学容量大增，从而爆发了新的能量，达到新高度，即今天我们所看到的，GDP

处于全国第六位的内蒙古。

1 作者按：序参量不是某种具体物质，而是可发生系统耦合的不同生态系统所具有的“公质”，约当数学中的公约

数。在农业系统中的系统耦合所采取序参量多为能（energy）或能的异化物，如某些农产品采取以货易货方式而形

成的茶马市场，或更进一步异化为货币。

2 战国时期农耕系统的晋国与草原游牧民族的匈奴接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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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再举一个反面的例子。那就是春秋时期的秦国。秦穆公在位时期（公元前 659 年耀前 621 年）

西向草原游牧系统大发展，“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1，改封地为县治。秦在与西戎的长期斗争

与融合中，不仅增强了国力，还吸纳了草原游牧文化，从西部给逐渐衰落的周朝“礼乐”伦理大厦送来新

风。这发生在商鞅变法（公元前 356 年）以前 303 年，远早于晋国与北邻的草原游牧系统的融合，从而产

生了有别于内地文化的“虎狼之秦”新文化雏形。可惜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不仅未能继续良性发展，扩

大社会伦理学容量，至秦始皇时期反而“以吏为师”，“焚书坑儒”2，建立了皇权政治，一扫战国时期百家

争鸣的宽容气象，社会伦理学容量被急剧压缩，秦始皇在短短 15 年内就断送了秦国 600 年的基业。

秦的灭亡为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打开了一扇窗口。这扇窗口实际上半开半闭，即所谓“内法

外儒”，直到汉武帝，其法家本质凸显，诚如司马光所说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

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3 这一传统伴随城乡二

元结构和农耕文明，代代相传，历时两千多年，直到近代绵延不绝。文革期间，一度聚焦“评法批儒”，实

为力挺法家的权术诡道，坚持农耕文明和它所支撑的理论系统。这反射了我国源远流长的传统耕战思

想的历史烙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之难以消除，农民的国民权利之迟迟未能落实，应与此不无关联。

三尧伦理学容量与农业结构改革

前面我们说到晋人的农耕系统与蒙人的草原畜牧系统之间的融合收获硕果。尽管从清末起，晋商

就受到外国工商金融业入侵和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混战的干扰，但在不绝如缕的序参量的护持下，穿越

历史重重磨难，与草原地区的融合从未中断。但是 20 世纪 50～80 年代的极左思潮高涨，“割资本主义

尾巴”，断绝商贸活动，给序参量以致命打击。当时在内蒙古草原牧区提出“农业以粮为纲”、“牧民不吃

亏心粮”4，强制在草原上大举“开荒”种地，把优质草地开辟为粮田，农耕系统向草原畜牧系统大举扩

张，破坏草原达 1.5 亿亩，使草原畜牧系统遭受空前破坏。

与此同时，在农耕地区施行严格的户籍制，限制农民“外流”，将农村人口牢囿于当地农业集体之

中，不论土地资源是否适当，一律实施“以粮为纲”的政策，强求粮食自给。排斥养殖业与其它产业，断

绝与外地资源的流通，土地资源被严重耗竭。晋商的务商传统也被彻底断绝。好在农牧系统衍发的农

牧业文化在民间一缕尚存，只要时机恰当就会伺机重生。因此在全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看到今天内

蒙古草牧业的振兴。

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由于伦理学容量受到农耕文明的入侵，不少地方将农耕地系统的土改政策

强行推广到草原牧区。将“放牧系统单元”的生存地境完整性置于不顾，推行草原承包到户，把草地按

人头分割（图 1），各户普设围栏，施行定居定牧，草地资源被碎片化。原来设想围封保护草原，给家畜

少量补充舍饲。但因缺少“放牧系统单元”的支撑，牧场不足，补饲逐步增加到几个月，甚至半年，或大

半年。牧民不但为补饲承受了难以负担的劳动量，而且买草补饲费用几乎倾其所有，甚至有些牧民债

台高筑。而舍饲家畜营养不良，患偏食症，互相啃毛（图 2-4）。这种无视界面区别，抛弃序参量的制约，

以农耕系统覆盖草原畜牧系统的不当措施，导致草地资源和牧民生计陷于困境。

1 司马迁：《史记》卷 5《秦本纪第五》，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94 页。

2 参见任继周、齐文涛、胥刚：《中华农耕文明伦理观的历史足迹及城乡二元结构伦理溯源》，《中国农史》2013 年第

6 期及 2014 年第 1 期。

3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22《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中华书局，1956 年，第 747 页。

4 凤 荣：《大庆市土地沙化现状及治理对策》，《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2006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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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内蒙古某巴嘎草地按户分割围栏示意图

该地区总面积约为 63 万亩，被围栏分割为 128 块，最大地块面积约为 3.38 万亩，最小地块面积约为 300 亩（林慧龙

制图）。

图 2 因营养不良引发偏食症的舍饲绵羊已将羊毛啃光 1 图 3 牧民给羊穿上布衣袁防止互啃羊毛 2

1 图 2 引自 http://www.xici.net/d33386148.htm

2 图 3 引自 http://www.xici.net/d333861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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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内蒙古某巴嘎牧户舍饲绵羊因营养不良患偏食症袁互啃羊毛

左图为一只羊正在啃另一只羊的毛袁右图为防止互相啃毛给羊戴了口罩渊韩念勇供稿冤

上述事例暴露了农耕文明衍生的农业伦理学容量过分狭小，一旦不适当地扩大到草原畜牧系统，

造成怎样的不良后果。

四尧伦理学容量的扩大倒逼中国农业改革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框架下，经历了两次全国规模的农业结构大改

革。一次是 1949 年到 20 世纪末，从小农经济改为计划经济的大农业系统，给我国带来怎样的大饥荒，

大家记忆犹新，无需赘言。第二次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到现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为了追

求粮食高产，大水、大肥、大农药，高投入的结果，引发水土污染，食物污染，不但产品成本高于进口产

品到岸价，还严重浪费了水土资源，危及食物及生态安全。

原来支撑棉花、粮食生产的杠杆先后夭折，油料作物处于寻寻觅觅的艰苦处境。尤其突出的问题

是在大国崛起的一片大好形势下，却发生了全国为之忧虑的“三农问题”。形势倒逼我们不得不考虑以

调结构、去库存、去杠杆、供给侧改革为主要内容的重大改革措施。实际上第三次农业结构改革已经拉

开序幕。

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伦理学容量太小，既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需求，又没

有对弱势群体予以适当伦理关怀。

随着人类社会的生态系统增多，例如草原系统、农耕系统、森林系统、水面系统（如东南沿海的

疍民袁以舟楫水产为生）、商贸系统、海洋系统等等，甚至扩大到后工业革命时代的信息系统等，形成

界面复杂的矩阵群界面巨系统，各个界面之间无不发生伦理学关联，社会的伦理学容量处于无限量

扩大之中。

社会系统由扁平发展至厚实高大，进而无限量扩充，成为无所不在的恢恢巨网，笼罩大千世界。

巨网的节点就是城市。其动力源于诸多产业系统，以城市为节点不停地发生系统耦合与系统相悖，

在两者的争论中遵循中度原则，不断扩大伦理学容量，于是社会不断前进，文化也不断蜕变更新。

历史在永不停步的前进之中，系统耦合与系统相悖不断发生。前者使一部分社会成员受益，推

动社会发展。后者则使社会另一部分成员成为非受益者或受害者。两者之间的争斗成为社会永恒的

话题。伦理学的任务就是如何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取得社会伦理学容量的扩大。

农业生态系统总是倾向于获取最大的系统耦合效益，保持系统的生存和发展活力。但是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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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度原则 1 告诫我们，永远不要忽略系统相悖的负能量。聆听系统相悖非受益方甚至受害方的呼声

至关重要，这是弱势群体的求生信号。世界的乱源，古今中外，莫不与系统相悖的处理不当有关。因此

我们不应该把系统相悖全然视为与系统进化无关的负值。只有负值得到消减，正值才能稳増。农业伦

理学所承担的重大任务就是扩大其系统伦理学容量，对系统相悖的弱势一方予以较多的关注、理解，

保护他们的合理权益，建构保障社会公平、促进社会稳定的安全阀2。

社会稳定基于社会容量能包容的诸多相关系统，使参与系统耦合的各方都可获取适当的利益，即

所谓共赢，同时相关各方承担适当的奉献。所谓奉献，其实质就是自愿接受可以承受的系统相悖带来

的负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享受生态贡献的同时，要提倡生态保护；我们在与友邻交易时，要提倡适

当让利；在武力对抗时要提倡“上兵伐谋”3，不杀俘虏；在收获农产品时，种植业要保护地力，林业要砍

伐适度；畜牧业要留有“临界贮草量”4和保留种畜。概括言之，不要“竭泽而渔”，以利保持生态健康，力

求系统相悖所含负能量处于社会伦理学容量以内。

在这个容量以内系统耦合的正能量保持大于系统相悖的负能量。社会增益多于社会耗损，合作多

于对抗。从而使社会系统的凝聚力超过分散力。正如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所说：“有象斯有对，对必

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5 这将是我们希望建立的世界利益共同体的康庄大道。否则，如超

过这个容量，一旦对抗和斗争占据社会主流，社会系统将逐步失序而趋向崩溃。

我国农业在全球一体化的社会巨生态系统中，处于众多层次的界面矩阵之中。先是中国农业进入

WTO 所经历的震荡，接着将迎来建设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其复杂的界面矩阵所引发的系统

耦合无限量发生，而系统相悖也相应的无限量发生。面对这一系列复杂问题，其关键在于如何迎接人

类从未遇到过的巨大农业伦理学容量这一新命题。

中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城镇系统与乡村系统发生的系统耦合，维系了社会系统的生存，而且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创建了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中华文明。但在这一系统耦合过程中，系统相悖带来

的重负总是压向农村一侧，为此做出牺牲最多的是因系统相悖而受益较少甚至权益受损的农村和农

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城乡系统耦合既使社会收益的正值和社会受害的负值并存，其结果还是换

来了社会的发展，即中华的农耕文明的光大。这一伦理学悖论，在当时社会表达为利大于弊，处于社会

伦理学容量以内。

1 中度原则，是从系统论角度和农业伦理学角度对传统“中道原则”的传承与发展。传统中道原则如“叩其两端而竭

焉”（《论语·子罕》），“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强调认识事物、分析问题时，充分把握事物的正面

与负面、过度与不及等两端，相互叩问，换位思考，调节各系统之间的利益，达致必要的动态平衡。“中”就是必要

的“度”和“节”，“执两用中”其实就是在“过与不及”之间保持弹性调剂，从而“中道而行”，与时俱进，既合乎大义

（经），又能变易日新（权），是为“君子而时中”。约而言之，执两用中、中道而行；因势时中，经权相应；日新又新，社

会中正，以底于社会伦理学容量之扩大。

2 对系统耦合过程中非受益方、弱势一方的关注，可借鉴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罗尔斯“正义论”的两大

原则：（1）第一原则是平等自由原则，它强调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普遍而广泛的自由权利；（2）第二原则涉及到不

平等安排的合理机制，它同时包括差别原则和机会均等原则。它强调不平等的社会或经济安排，应符合处于最不

利地位的人的最大利益，同时机会应向所有符合条件的人均等开放。《正义论》中的“差别原则”，有助于我们多关

注和思考系统相悖的弱势一方的权益保障。

3《孙子兵法·谋攻篇》：“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参见杨丙安校理：《十

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2012 年，第 43-45 页。

4 任继周：《草原资源的草业评价指标体系刍议》，载农牧渔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编:《中国畜牧业发展战略研

究》，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 年，第 242-262 页。

5 章锡琛点校：《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 年，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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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后，提出消灭城乡差别的明确目标

并采取有效措施，距新中国建国已经过了近

70 年了。城乡二元结构之泯灭如此艰难，其

中有多种原因，但最主要问题在于对城市的

社会生态学意义认识不足，甚至抱有偏见。

建国初期，政府虽然利用了城市作为国

家政权的中心，但对城市在社会系统中的伦

理学意义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当时的主流

思想认为城市是罪恶的渊薮，即通常所说的

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染

缸”。于是一度将公职人员统统派到乡村去

进行思想改造，即风行一时的“接受贫下中

农再教育”的上山下乡运动。甚至发生这样

的悖论，作为工农联盟的领导阶级的工人也

要离开城市，到乡下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

1968 年《甘肃日报》刊出的一篇报道《我们也

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图 5），经《人民

日报》转载并发表评论给以支持，一时间造

成全国性离城下乡潮。追溯其思想根源，应

含有中国历史上常见的固农耕之本，抑工商
图 5 1968年流行全国的野我们也有两只手袁

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冶宣传画 2

2017.5
但当社会进入后工业化以后，系统相悖受益较少的农村和农民，其所遭受的压力没有及时得到关

注和解决，其所承受的压力超越了社会伦理学容量，城乡二元结构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例如农

村户口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同样的医疗、教育、交通、文化以及一系列的公共福利。农民收入只有城市居

民的 1/3 或更少一些。起于西周时代的农业劳动者所处的奴隶地位沿袭数千年而流毒未绝。尽管新中

国建立以来，政府从未停止过多种支农政策，但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但没有破除，一个时期反而

有所强化。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使上亿进城务工农民失去完整的家庭结构，几十年来，数以千

万计的“留守儿童”，一代又一代，累计当以亿计，得不到父母抚爱和社会关怀，这无疑将为社会发展留

下隐患1。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虽然对“城乡二元结构”弊端有所反思，但农村贫困沉疴已久，非短

期可以逆转，严重阻滞了社会进步。这一非正义的社会现象，已经越过社会伦理学容量阈限，成为我国

社会发展的阻力。

这里为我们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巧妙地利用中国传统“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

城乡巨大反差，反其道而用之，动员农村和农民，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政权，应该对“城乡二元结

构”有所反思而加以削弱。但遗憾的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城乡二元结构”不但没有削弱，反而

一度有所强化，直到本世纪初 2002 年的中共十六大，才明确城市反哺农村，又过了十年，2012 年中共

1 仅从伦理亲情和性格养成角度来看，就已经留有诸多隐患。伦理亲情上的结构性缺失，对于广大留守儿童的健康

成长和性格养成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而这种负面影响又会被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而进一步强化为某种内在的

社会不公感，随着代际传递，伦理亲情的缺失、性格的孤僻偏激加之社会不公感三者叠加，甚至于转化为某种社

会怨恨，削弱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2 参考吴剑锋的博客，引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29bcef0100dc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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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末的思想烙印 1。这与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现代社会格格不入。

至于城市是当今社会系统各类产业及思想系统的界面汇集的中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的观

念更是无从谈起。处理国家诸多社会系统相悖问题，扩大社会伦理学容量，只有界面汇集的城市才能

提供适当环境。

上述事例显然看出传统农耕文明的伦理学容量过分狭小，不适当地扩大到草原畜牧系统，发生怎

样的不良后果。

五尧我国伦理学容量扩增袁新的农业伦理学曙光在望

伦理学容量的问题，过去较少为伦理学工作者关注。但它对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对一个时代的农

业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

目前我们面临社会伦理学容量扩大的良好机遇，即历史上长期使社会对立的城乡二元结构，自十

八大以来已经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特别是农村户籍壁垒的逐渐消除和城市房产购租同权的决定，对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起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进城务工的农民与城市居民将比肩而立，具有完全的国

民身份，是我国历史性大跃进。

恰在此时，我们看到陈剑平等 24 位工程院院士提出“关于推进现代农业综合体建设与示范的建

议”。这个建议提出“打造科学安全的生产管理、扁平高效的生产流通、全程追溯的监测检测三大体系。

实现‘市民餐桌安全、农民创富增收、农业转型升级、美丽乡村与生态安全’四者共赢”。这三大体系，四

个共赢，涉及生产、加工、流通、管理、检验、监测各个系统和与之相关的多个界面，几乎囊括了绝大部

分社会系统，扩大了社会伦理学容量的必要素材。这必将引发一系列系统进化和众多界面结构的重

建，它所建设的不仅仅是现代化农业，还将对我们古老的“农耕文明”的伦理学容量带来飞跃式扩容，

一个全新的有别于传统“农耕文明”的“中华文明”和它所包含的新型农业伦理学已经曙光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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